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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愿景下四次分配的
总体目标、制度安排与作用机制

雷 明

摘 要  “十四五”规划提出发挥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以及改善收入和财富分

配格局，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可以说，三次收入分配是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

新措施。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共同富裕性显得十分重要。统

筹构建以初次分配为基础、再分配为重要补充、鼓励发展三次分配，健全四次分配的收入分

配制度是当务之急。在四次分配制度中，初次分配环节既要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

着重打造好提高低收入者市场参与能力的内源机制，又要从市场环境和法律法规入手，建构

起维护低收入者市场权益的外源机制。再分配环节一方面要发挥再分配对收入的调节作

用，使财税政策直接用于减轻低收入者负担，提供基础公共服务和社会兜底保障，另一方面

要为发展产业、吸引社会投资等创造激励条件，打造“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格局。

在第三次分配中，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设计好相关政策措施并借助互联

网力量让慈善捐赠多起来、让慈善捐赠真正服务于“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把慈善

捐赠用好用活。第四次分配着重解决的则是如何借助社会力量长期助力低收入者持续增收

的问题，在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又提高他们持续增收、改善生活的意愿，

增强自身积极性、行动可能性以及参与感、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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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特别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1］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新阶段发展的主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同样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

征。“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过

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发挥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2021年8月17日

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再次提到三次分配，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可以说，三次收入分配是对缩小收

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问题的一种重新认识。

随着脱贫攻坚之战如期完成，消除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新阶段时代主题，如何进一步完善

收入分配制度就变得十分重要。可以说，探索新阶段收入分配制度安排和作用机制，对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基于此，本文围绕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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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共同富裕主题，在三次分配理论基础上，基于中国消除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实践，提出并系统性地

阐释了四次分配在实现缩小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的目标诉求、制度安排与作用机制。

一、四次分配的总体目标

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从收入分配来讲，就是要从整个收入分配体制入手，统筹考虑既有的

收入差距问题，认真研究和探索如何通过建构有效的收入分配制度架构和作用机制，增加低收入者的合

法收入，促进资源向低收入地区和低收入人口倾斜。

按照三次收入分配理论，初次分配是指存在于经济组织单位内部的分配，即根据各生产要素在经济

活动中发挥的效率和价值贡献带来总收益的多少而进行的分配，通俗地讲，高效率的经济活动和更多的

价值贡献才能获得高回报。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法律等措施，调节各

收入主体之间现金或实物的分配过程，即对要素收入再次调节的过程。再分配过程中，更强调对公平的

重视，通过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而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基础上的三

次分配，是指所有自然人、法人或社会团体自愿捐赠一部分收入的行为，即所有的社会捐赠行为。

市场经济中，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中最为基础性的分配关系，强调的是市场的作用，更主要遵循效

率和价值贡献原则。再分配是对初次分配的补充，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三次分配是在市场和政府双

失灵情况下，对国民财富进行的又一次分配。在以社会捐赠为主要内容的三次分配中，相当一部分的资

源直接被投入公益慈善事业当中。公益慈善组织被称为区别于市场和政府的三部门，对包括低收入者

在内的弱势群体具有天生的关注与关怀，并且公益慈善组织信息灵敏、行动灵活的特点，使其能够在初

次分配和再分配双失灵的地带发挥作用。

基于脱贫攻坚实践，本文在此提出“四次分配”概念，所谓“四次分配”是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出现的一

个特色分配环节，即针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将部分补贴从以往的无偿给予变为现在的有偿发放，将

补贴、补助变为奖金、工资，鼓励有能力的贫困户通过提供劳务来获得这部分收入。

四次分配与前三次分配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区别，可视为前三次分配的混合。从分配原则来看，市场

机制在初次分配中发挥主导作用，在四次分配中低收入劳动力虽同样需要将劳动这一生产要素投入生

产环节中才可获得收入，但四次分配中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向低收入劳动力倾斜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具

有鲜明的公益性。与政府主导的再分配和社会力量主导的三次分配相比，四次分配的资金虽有相当一

部分来自政府财政支出和社会捐款，但再分配、三次分配与四次分配的运作方式显著不同。再分配、三

次分配中低收入者无偿获得收入，在四次分配中则不然。四次分配鼓励低收入户付出劳动来换取福利，

又保护低收入户免受竞争市场的不确定性影响。四次分配在为低收入者提供保障的同时，又避免助长

“等、靠、要”的思想，既考虑到了低收入人口的实际困难情况，又有助于提高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

裕资金的使用效率，激发低收入者内生的脱贫动力，是我国缩小收入差距、共同富裕工作转向可持续发

展方向的表现。设立公益性岗位是四次分配的常见做法，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公益性岗位被用于安置就

业困难的贫困劳动力，以往无偿发放的补贴则变成就业者的工资和奖金。可以说，缩小收入差距、实现

共同富裕收入分配就是四次分配的总目标。

二、四次分配的制度安排

收入分配制度作为收入分配交易规则总和，是以规则和条文体现出来的各个分配主体之间的关系。

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能够使各主体相互合作，并由此获得额外收入，同时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保

障。可以说，有效的制度安排是发挥收入分配在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作用的根本保障。

（一） 基本分配制度

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为

··18



雷 明： 共同富裕愿景下四次分配的总体目标、制度安排与作用机制

基础，对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的经验总结与成功探索；是形成合理收入分配格局，提高低收入人口收入水

平，发挥初次分配作用的制度保障。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来源，其他生产要素只是劳动创造价值的外在条

件。相应地，劳动就是收入分配的唯一尺度。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苏联具体实践的参考，自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间，我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由于对

当时生产力水平的认识不到位，从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开始，平均主义大锅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不

相匹配等问题逐渐严重阻碍国民经济增长。当代中国需要构建与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收入

分配制度，要让收入分配制度能够为全社会提供创造财富的动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分配制度突破了单一的按劳分配，开始逐步探索如何协调按劳分配

和按生产要素分配之间的关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

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并且要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

配相结合；党的十七大报告肯定了居民私人财产在收入分配中的合理地位，鼓励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

收入；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完善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规范收入分

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由于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因此全部的新增价值都应归劳动者所有，

而在按生产要素分配当中，劳动与资本、土地都属于生产要素，因而劳动者只获得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

劳动报酬，剩余价值被分割为利息、地租由资本所有者与土地所有者获得。作为唯一价值来源的劳动与

仅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导致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在理论上不同。但是

这两种分配方式是基于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而存在的，因此随着我国创新性地提出“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也就应

运而生，在公有制经济内仍然坚持按劳分配，而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则按照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

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

中国特色的分配制度是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创造性继承。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强调了劳动者

在财富创造中的主体地位，为劳动者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肯定

资本、土地、技术的贡献有助于激发全社会创造财富的热情，提高生产力水平。

（二） 税收制度和财政公共支出制度

我国现行的财税制度为政府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提供了制度框架，其中个人所得税制度、政府转

移性支付制度、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当中具有重要作用。就

微观层面而言，通过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降低低收入者的税负，同时加大对困难

群体的转移性支付，增加其可支配收入。就宏观层面而言，通过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则

要增强低收入重点地区的财政实力，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注入缩小收入差距的资金。

税收是政府获得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税收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在

累进税率下，低收入人群相对于高收入人群而言承担了更少的税收，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收入增加；另一

方面，税收为政府进行转移支付、提供公共服务提供了物质基础。最优税收理论认为，一项合理的税收

制度应当能够兼顾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公平，其内容包括最优商品税、最优所得税以及商品税

和所得税的融合［2］（P178-184）。在商品税方面，我国主要设置了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制度；在所得税

方面，我国主要设置了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制度，其中又以个人所得税对低收入者的影响最为直

接。《个人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707号）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与标准做出

了安排，合理的累进税率在减轻低收入者税负的同时调节了过高收入，体现了税收的公平原则。一般认

为，商品税更侧重于效率目标的实现，所得税则更侧重于公平目标的实现，但目前我国税收制度以商品

税为主，所得税占比不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商品税和所得税的比例需要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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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税收和非税收入共同构成了国家财政收入，财政公共支出就是政府利用这部分资金提供公共

服务、履行政府职能的活动。公共支出可划分为政府购买支出与转移性支出，前者指政府直接在市场中

购买商品或劳务的行为，后者指政府无偿地将资金转移给受益者。政府的转移性支出是资源在社会成

员间有针对性的转移，直接影响低收入人口的收入情况。

政府转移性支出的主要内容为社会保障支出和财政补贴。政府对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和

社会福利的投入构成社会保障支出，社会救助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在减少低收入方面的作用最直接，以

政策兜底形式为低收入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中国政府于 1999 年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国务院令第 271 号）、于 2007 年发布《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国发［2007］19

号），基本建立起了社会救助制度；随着丧失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残障人士和孤儿在低收入人口中占的

比例越来越大，以2006年颁布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国务院令第 456 号）等法律法规确定的社会

福利制度，能够为上述特殊困难群体的生活提供基本保障。

财政补贴是政府转移性支出的另一种形式，其按照生产、生活活动分类设置，如农业补贴、教育补贴

等。与最低生活保障不同，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引导低收入者参与某项具体的经济活动或社会活动，以实

现具体的政策目标。如对低收入者子女的教育补贴，旨在鼓励低收入者提高文化程度，进行人力资本投

资；农业保险补贴旨在缓和农业生产的波动性，避免农户因灾致贫。财政补贴的存在，能为实施其他缩

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政策创造有利条件。

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进行了划分，确定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

收入范围和职能范围。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能力就存在差异。中西部经

济欠发达地区是低收入的重点地区，但这类地区的政府往往财政能力较弱、征税能力不强，单凭地方财

政收入无法为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充分的财政基础。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能够缓解

各地发展不均衡、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一致的矛盾。目前我国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包括税收返

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利用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做好国民收入在地方间的再分

配，有助于增强中西部地区财力、拉动低收入地区经济增长、帮助低收入地区实现共同富裕。

（三） 慈善捐赠制度

我国于2016年9月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对慈善捐赠的定义、

捐赠人的权利与义务、受捐者的权利与义务等作出了规定。除此之外，《慈善法》对于如何促进慈善捐赠

也进行了一些探索，主要的手段为税收优惠。该法第九章第80条、第81条规定慈善捐赠的捐赠者和受

捐者依法享受税收优惠。财税部门则对此进行了细化和落实，如允许企业大额捐赠连续几年结转扣除

（一次捐赠，抵扣四年），股票捐赠人以历史成本确定转让收入等［3］（P109-115）。除税收优惠以外，该法第

九章第90条还规定“捐赠人对其捐赠的慈善项目可以冠名纪念”。

鼓励慈善捐赠，不仅可以从捐赠者着手，还可以从受捐者角度出发，鼓励并规范慈善组织基于慈善

宗旨开展募集财产的活动。《慈善法》的一大亮点在于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了公开募捐的范围。《慈善法》出

台前，只有少数几家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能够开展面向社会全体公众的募捐活动，这不利于慈善

捐赠规模的扩大。而《慈善法》施行后，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个人或组织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慈善组织合作以达成慈善的目的，并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活动并管理所得款物，这项规定有助于

激发社会范围内慈善募捐和慈善捐赠的热情。

但需要明确的是，慈善捐赠针对的是整个公益慈善事业，要让其在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过

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则需要进一步引导慈善资源向缩小收入差距、向扶贫济困领域倾斜。因此《慈善法》

第九章第80条明确指出“国家对开展扶贫的慈善活动，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

在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尽管《慈善法》的颁布和实施为我国慈善捐赠提供了可依凭

的法律基础，然而因其是一部原则性、纲领性的法律，难免缺乏针对性和具体性。基于地方层面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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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受不完善的制度限制，公益慈善组织参与虽有成效但仍十分有限，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

适应当地情况的规则和制度建设［4］（P72-76）。因此，《慈善法》第九章第77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制定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各地政府应当把握这一活动空间，

充分发挥自主能动性，推动慈善捐赠的发展，为社会力量参与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四） 公益性岗位制度及公益性就业制度

设立公益性岗位是四次分配的常见做法，公益性岗位被用于安置就业困难的低收入劳动力，以往无

偿发放的补贴则变成就业者的工资和奖金。脱贫攻坚过程中，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

“人社部”）、财政部于2018年8月联合印发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大就业扶贫政

策支持力度，着力提高劳务组织化程度的通知》（人社部发［2018］46号）提到要通过公益性岗位实现托底

安置，要求各地利用各类资金积极开发保洁保绿、治安协管、乡村道路维护、山林防护、孤寡老人和留守

儿童看护等公益性岗位，鼓励贫困村利用村集体收益开发公益性岗位，这些公益性岗位应当优先用于安

置贫困劳动力。

通过设立公益性岗位，建立健全公益性岗位制度，实行以奖代补，能够更好地提高低收入户的参与

感、获得感。随着共同富裕目标的深入，剩余低收入人口具有老龄化、识字率低等特征，无法适应市场经

济中的竞争关系，低收入程度向深度低收入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工作难度加大。应该说，用公益性岗

位实现共同富裕是介于救济式和开发性之间的新思路，即在欠发达地区设置一批由低收入户就职的公

益性岗位，政府或社会组织利用专项资金为低收入户提供实物或现金报酬，可进一步拓展为“购买服务

式”，与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政策十分相似［5］（P36-38）。 与公益性岗位类似的，还有以工代赈，即国家安

排资金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动员当地低收入农民参与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酬，直接增加收入。

目前在各地已有大量实践。

在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公益性岗位既能鼓励低收入户付出劳动换取福利，又能

保护低收入户免受市场竞争的不确定性影响。用劳动换福利、以报酬代替补贴的做法可纠正“等、靠、

要”的消极思想，有助于提高相关资金的利用率。公益性岗位多用于提供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如保

洁员、保安、道路维护员等，能够在低收入人口增收的同时兼顾解决欠发达地区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

更具体地，公益性岗位还可将诸如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看护等问题与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工作

相结合，脱贫攻坚过程中，山东省淄博市的“养老+扶贫”模式，让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低收入户接

受护理培训，为老人提供上门养护服务，一举多效。

发展庇护性就业、支持性就业、辅助性就业等公益性就业，建立健全公益性就业制度，能协助残疾人

士脱困。残疾人是我国低收入人口中特殊、庞大的群体，除了利用市场手段、社会保障兜底等手段帮助

残疾低收入户脱困外，还可利用四次分配助其脱困。脱贫攻坚过程中，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

室（以下简称“扶贫办”）、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部门和单位制定的《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6-

2020年）》（中发［2015］34号）就指出：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转化为生态护林员的工作中，优先吸纳有管护

能力的残疾人。除设置公益性岗位缩小收入差距的办法外，可由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提供资金发展庇

护性就业，辅助残疾低收入人口脱困，政府则针对这类机构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政府采购政策等。

三、四次分配的作用机制

建构有效的收入分配制度，充分发挥收入分配在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大功效，建立健

全四次收入分配有效的作用机制至关重要。具体来说，四次收入分配作用机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初次分配的作用机制

初次分配是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再分配则是在生产环节之后以经常转移的形式对收入进行分配。

建立健全初次收入分配有效作用机制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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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建立健全低收入劳动力就业机制，提高低收入劳动力的劳动所得。劳动是低收入群体所有的

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促进低收入劳动力就业是提高低收入者初次分配收入的前提条件，因此有必要通过

人社部和财政部等部门的联动配合，让更多市场主体参与。政府部门应引导创新就业扶低的组织形式，

促进低收入劳动力与劳动力市场的良好衔接，提高劳务组织化程度，提高低收入劳动力应对市场的能

力。重视发挥企业的作用，鼓励企业吸纳低收入劳动力，建立更多就业扶低，实现共同富裕基地；将专业

技能培训更多地交给企业完成，加强培训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同时政府对吸纳低收入劳动力就业的企

业、开展职业培训的企业给予补贴优惠。在广大乡村地区，除企业外，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通过承接本

村及周边地区的水利、道路、搬迁等公共建设项目，组织低收入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

第二，建立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和工资谈判协商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实现“十四五”规划

提出的“显著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目标。劳动者权益保障不仅影响当期低收入劳动力能否通过就业

顺利提高收入、改善生活，还会影响低收入劳动力以后是否愿意外出就业。低收入劳动力通常不具备很

强的信息甄别能力、讨价还价能力、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因而我国现行《劳动合同法》“以‘劳动行政监

察+劳动者个体维权’模式实现劳动者权益保护有很大的缺陷”［6］（P3-11）。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过程

中，既要加强政府的顶层设计、落实执行细则，又要规范发挥工会作用，强化与完善工会集体协商维权制

度。此外，还需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企业信用体系，加强部门联动，利用黑名单制度规范企业用工行为。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考虑到贫困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就业的现实情况，四川省巴中市将贫困劳动力的

就业援助网络拓展至辖区以外地区［7］，形成对转移贫困劳动力的动态追踪机制，防止本地贫困劳动力到

外地务工后再次陷入贫困。在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低收入劳动力属于劳动力市场中

的弱势群体，远离家乡外出打工则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因此，对低收入劳动力的保障应当超越行政区划

分割，为外出务工的本地低收入劳动力提供域外维权服务与就业支持，进一步完善低收入劳动力以就业

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的支持体系。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四川省巴中市的做法尽管有助于保障低收入劳动力的劳动所得，但仍然是一种

事后追责的做法，而事后追责往往成本更高、风险更大。因此，应当重视建立劳动者权益的事前保障机

制，提高侵权成本。我国人社部于 2017 年印发《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人社部规

［2017］16号），规定人社部门应将各地拖欠工资“黑名单”信息纳入当地和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由相

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在政府资金支持、政府采购、招投标、生产许可、资质

审核、融资贷款、市场准入、税收优惠、评优评先等方面予以限制。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涉及大量

的资金及优惠政策，应当考虑在上述管理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针对拖欠低收入劳动力工资的惩戒

办法，以起到事前防范的作用。

第三，建立健全资源—资产收益利益分享机制，促进多渠道增收。在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的过程中，盘活资产收益是一个适用面广、成效显著的方式，应通过有效完善“资产变为股权、将资金变

为股金、农民变为股民的‘三变’体系”，进一步盘活低收入者的房屋、土地等资产，充分利用相关资金，健

全利益分配机制，进而推进资产收益助力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

除重视如何让各项资源、财产及各类相关项目资金具备盈利能力外，还要重视利益应当如何分配的

问题。资产收益助力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首先需要对相关资产进行确权与定价，明确权属关

系与行为主体，为未来的利益分配提供依据。以资产收益中最重要的资产——土地为例，除农民个人耕

地、林地与宅基地外，村集体用地、荒山荒地同样会投入生产经营，首先要厘清各类土地的归属，进而规

定不同类型土地产生的收益如何在各利益相关方之间进行分配。固定资产的定价会直接影响利益的分

配。仍以土地为例，土地参与资产收益以流转的具体方式包括土地流转和土地入股两种方式，不过脱贫

攻坚过程中，土地入股时股本金的计算方式对农户分红收益影响很大，但目前并无统一做法。我国滞后

的土地确权工作与不完善的土地交易市场，往往导致农户以土地入股时土地的价值被低估，从而使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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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益相应地受到削弱［8］（P28-37）。

在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资产收益中投入的各类资产来源广、类型多，在利益分配上

既要保障低收入者所得，又要兼顾经营效率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权益。在脱贫攻坚过程中，陕西省平利

县张店村将各户的林地进行集中承包经营，发动群众种植180 多万株杉木苗，规定按照“四三三”的比例

进行收益分配，实有人口占40%股份，劳动力占30%股份，集体提留占30%股份［9］（P135-140）。不过，对

于扶贫资金的资产收益分配，如果按照使用要求，扶贫资金产生的收益应当用于贫困人口，但如果扶贫

资金产生的收益仅对村内贫困农户进行分配，很容易激发村内社会矛盾，而全覆盖式的分配则违背了扶

贫资金精准使用的要求［8］（P28-37）。因此，在助力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资产收益分配具

体的操作办法需要基层干部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统筹协调，在广泛收益和倾斜分配之间寻找平衡点。

（二） 再分配的作用机制

再分配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工具，是政府对生产要素收入进行调节的重要过程。在实现共同富

裕的过程中，再分配可从税收、转移性支付、社会保障等方面着手，弥补初次分配的不足，为市场中的弱

势群体提供保障。建立健全再分配有效作用机制主要包括：

第一，建立健全部门间协作机制，提高信息共享程度和利用效率。首先，各级政府部门的权责关系

要更加明确，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确保财政资金、再分配政策落到缩小收

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实处。其次，再分配涉及包括财务部门在内的多个政府相关部门，要提高部门间

的信息共享程度，实现各部门互联互通。再者，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低收入劳动力外出务工，各地政府

部门间要加强协作，解决外出就业与政策属地管理间的矛盾，保障外出务工的农村低收入劳动力也能享

受到工作地的就业困难人员优惠政策［10］（P5-12）。最后，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的优势，增强税务部门的

数据处理能力，能从税收数据中提炼出有效的经济信息，并为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工作提供更

加精确的指导［11］（P45-50）。

第二，建立健全低收入人口识别机制，切实发挥好社会保障兜底作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五年过渡期间，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与巩固拓展脱贫成效监测保障制度相衔接，实现“两线合一”①。

脱贫攻坚期间，低保标准和贫困标准由不同政府部门根据不同程序确定，导致低保的瞄准偏误大，出现

低保户和贫困户之间的重合度不高［12］（P90-112），部分贫困户被排除在低保制度之外。在缩小收入差

距、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为避免这一现象再度出现，应大力完善低收入人口的识别机制，合理确定低

保标准，切实发挥低保制度在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中的兜底作用。

第三，建立健全财政专项资金合理分配机制和监督机制，提高地方决策能力和资金使用的精准性。

分配用于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财政专项资金必须有据可依，如脱贫攻坚过程中，财政部、扶贫

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曾于2017年联合出台《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1］

412号），规定要依据贫困状况、政策任务和脱贫成效分配资金，让资金向脱贫攻坚任务更重、更艰巨的地

区倾斜。在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各地在专项资金使用上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确定资金

使用范围，以发挥更大的能动性，同时建立对资金使用监管机制，探索建立协同监管机制、信息共享和成

果互认机制，确保资金用到实处。另外，还应建立支出信息披露机制，提高再分配的权威性和透明性；建

立如何用好资金指导机制，解决在资金充裕情况下不知道如何使用的问题。

第四，进一步完善享受财税优惠政策的服务机制，简化申请、审批流程。据新华网报道，某些地区农

民申请农机购置补贴的流程成了“马拉松”，农户购买拖拉机4年后仍未领到补贴［13］，如此一来，涉农资金

是否合理使用、惠农益贫政策是否落实都需要打上问号。在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要让

具体到微观主体的各项财税政策能够付诸实践，提高政策可及性；要提高低收入主体对政策的知情程

① 所谓“两线合一”是指低保标准与扶贫标准实现统一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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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地方各级部门上下联动，创新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利用政府部门官方网站、微信、微博、印发资

料等多种途径，加大对相关财税政策的宣传。对于偏远的低收入地区、刚刚脱贫地区，利用政策下乡进

村形式，确保政策传播到人到户。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政府还应当建立咨询服务体系，为受教育

程度不高的低收入者提供问询服务；简化行政审批流程，提高办事效率，降低制度性成本，让低收入群体

能够更便捷地享受政策福利。

（三） 三次分配的作用机制

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基础上，三次分配是指所有自然人、法人或社会团体自愿捐赠一部分收入的

行为，也即所有的社会捐赠行为。无论是对公益组织的捐赠，还是对高校、科研机构的捐赠，无论是直接

捐赠给个体，还是捐赠给组织、机构，都属于三次分配。三次分配是在市场和政府双失灵情况下对国民

财富进行的又一次分配。建立健全三次分配有效作用机制主要包括：

第一，建立健全慈善组织动员机制，持续扩大慈善捐赠规模。适度合理放开公募资格，创新公开募

捐管理办法。截至 2018 年 9 月 5 日，全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 4774 个，其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1293

个［14］。2016起实施的《慈善法》规定，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个人或组织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

善组织合作以达成慈善的目的，为慈善组织动员社会资源创造了更大的行动空间。打造“互联网+捐赠”

模式，提高慈善捐赠的便捷性和透明性。目前，网络捐赠已成为广大民众首选的捐赠形式之一。为此，

在鼓励具备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积极参与互联网募捐的同时，还要加快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审评

工作和监管工作，进一步挖掘多种形式的资源动员主体，形成点面结合、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捐赠网络，如

慈善超市、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等。

第二，建立健全慈善传播机制。慈善传播是指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为此，

我们需要进一步强化慈善组织和媒体的合作，利用微信、微博、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介，创新传播形式，增

强公众的慈善意识，扩大慈善事业的社会影响。此外，慈善传播还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对贡献突

出的捐赠者予以表彰和鼓励。尽管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在中国起步较晚，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

扶弱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能够为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支撑。因此在慈善传播中要将时代精

神与传统美德相结合，让慈善文化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第三，进一步完善《慈善法》配套措施机制。在法规制度方面，一是进一步完善慈善税制改革、慈善

募捐信息平台、慈善信息公开等方面的制度保障，对投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事业的慈善捐赠

给予特殊优惠，形成政策导向；二是针对当前互联网筹款中捐赠零散、金额小、频次高的特点，出台更符

合互联网捐赠特点的审计标准；三是对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和慈善组织间的责任义务关系作出进

一步明确，减少可能的风险。在政策实施方面，加强税务部门和民政部门合作，畅通慈善捐赠享受税收

优惠政策渠道；降低社会组织登记注册门槛，简化行政审批流程，鼓励更多小而美的公益慈善组织出现，

精准对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要求。此外。还需要建立公益慈善事业的监督管理机制，行

政监管和社会监督并举，及时公开慈善捐款的来源、金额、用途等信息，提高慈善事业的公信力。

（四） 四次分配的作用机制

四次分配是在我国脱贫攻坚实践工作中出现的特色分配环节，是指针对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者，将

部分补贴从以往的无偿给予变为现在的有偿发放，将补贴、补助变为奖金、工资，鼓励有能力的低收入者

通过提供劳务来获得这部分收入。设立公益性岗位是四次分配的常见做法，公益性岗位常常被用于安

置就业困难的低收入劳动力，是一种通过将以往无偿发放的补贴转变为就业者的工资和奖金的典型的

第四次分配形式。建立健全四次分配有效作用机制主要包括：

第一，建立健全公益性岗位开发机制。首先，设置公益岗位前必须对低收入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摸

清实际情况，让驻村工作队、村两委等对本地情况较为熟悉的人员组织参与该过程，也可考虑让企业、社

会组织参与该过程，根据每个低收入地区、低收入村的地理状况、经济条件、人文历史等方面编写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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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各地区的公共服务情况，让公益性岗位契合当地实际需求。除一般的保洁、保安、生态护林员、道路

维护员等岗位外，还可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设置乡村传统文化与习俗传承岗、空巢老人关爱岗、传统手工

艺传承岗等［15］（P85-91），让公益性岗位在缩小收入差距之外的其他方面发挥作用，一举多效。其次，还

要加强人社局、民政局、林业局等各部门之间的沟通，提高信息共享程度，按照“按需设岗、以岗定员、岗

需互选”原则，开发生态护林、农村保洁、治安、护路、管水、邻里互助、村务服务、公共卫生、公共基础设施

维护、产业辅助服务等乡村公共服务类公益性岗位。及时增加一些针对新情况、新需求的新岗位如“就

业协理员”，同时及时撤销一些功能弱化、问题突出的岗位。

第二，建立健全公益性岗位就职人员的精准识别、动态管理机制。在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的任用方

面，首先，要对低收入人口进行评估，优先考虑低收入群体中困难更大同时又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人员。

其次，在任用流程方面，充分发挥民主评议机制作用，不仅有利于提高公益性岗位的透明度和群众认可

度，杜绝托关系、走后门现象，同时也有利于形成一个良性监督氛围。对于从其他渠道增收的在岗低收

入者，则应当结合当地其他低收入人口的情况，考虑是否让其退出公益性岗位。对于工作积极性不高、

效果不理想的在岗低收入者，应优先考虑对其加强动员工作和技能培训。此外，还应当对公益性岗位的

设置和运作引进第三方评估，避免出现冗岗冗员现象。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陕南秦巴山区试点公益性扶贫岗位的实践就探索出了很好的经验。如试点村

庄首先结合当地情况，充分动员村民参与，设置了一批特色鲜明、效益显著的公益性岗位，既有助于当地

低收入者自食其力以实现脱贫，又促进了当地风土民情的完善和维系。任何政策要发挥作用，首先就要

让低收入者对其有清晰的了解。陕南秦巴山区对公益性岗位做出的本土调查与政策宣讲，就有助于提

升村民对公益性岗位的感知度和认可度［15］（P85-91）。在脱贫攻坚过程中，除面向全村居民进行宣讲外，

还应有专人负责协助低收入家庭或个人完成公益性岗位申请。安徽省界首市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为确

保顺利实现脱贫“摘帽”，于2018年由界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界首市公开招聘基层就业和社

会保障服务人员办法》（界人社秘［2018］248 号），设立乡、村两级“就业和社会保障协理员”公益性岗

位 ［16］，规定协理员必须热爱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事业心、责任感强，主要负责就业创业类、职业能力建

设类、劳动保障类以及社会保险类等服务工作。

公益性岗位的价值不仅在于协助低收入者在经济上提高收入、改善生活，还在于提升低收入者的自

我认同感与当地的公共服务水平。比如，在脱贫攻坚过程中，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石状沟村将因意外而

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低收入者侯某确定为“村庄环境卫生保护岗”岗位责任人后［15］（P85-91），侯某除能

获得一定的收入之外，还参与了村庄公共事务治理，通过自己的工作使村庄内卫生环境大为改善，岗位

责任人员这一身份使其本人感受到自身的价值所在，有助于其改善生活能力和信心。公益性岗位具有

很强的社会性，甚至能起到带动其它低收入者提高收入、改善生活致富的联动效果。在脱贫攻坚过程

中，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五爱村的一位村民被委任为“传统工艺传承岗”岗位负责人后，负责定期向其他

村民传授拐枣酒酿造技术［15］（P85-91）。一方面，这位村民每年可获得1200元岗位补贴；另一方面，这位

村民得以继承和发展其家族祖传的传统酿酒工艺。此外，这位村民担任传统工艺传承岗的岗位负责人

后，通过将酿酒技术传授给其他低收入者，带动其他低收入者的增收。

第三，建立健全低收入对象的诉求反馈机制。在第四次分配中，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还要

结合低收入者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家庭照料负担是影响低收入者劳动意愿和可行性的重要因素，亲

人照料是农村中最主要的照料方式，对于家中有病人、高龄老人、未成年人而劳动力数量又很少的低收

入者而言，其家庭照料负担就比其他低收入者高得多。如果仅从家庭劳动力的个人能力出发而不考虑

其家庭照料负担，即使能够增加当期的收入，也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10］（P5-12）。为此，可考虑对每个低

收入者家庭建立“劳动力—抚养、赡养比”指标，将家庭负担纳入选择措施的考虑当中，同时通过建立健

全低收入对象的诉求反馈机制，畅通反馈渠道，及时关注低收入者的诉求，特别对于劳动能力实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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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不能搞“一刀切”。

第四，建立健全第四次分配的资金筹措和管理机制，规范资金使用，保障低收入者权益。设置公益

性岗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完善各地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政府需要提高购买服务的积极性，并

逐步提高对于岗位人员的补贴标准，同时可利用低收入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政策筹措资金，将集体资产

收益或产业分红划拨一部分资金，用以支持公益性岗位运作和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同时，广泛动员

社会力量，通过引入企业和社会组织，加大资金或技术上的支持。

四、结  语

面向新的发展阶段，为适应新形势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任务的要求，需要我们的相应工作

从政策性转变为制度性，从短期的手段转变为长期的组织体系，调整不合理的制度体制，进而提升整个

经济发展的时效性。本文基于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视角，提出了四次分配体系架构，探索了

四次分配制度安排和作用机制，认为在初次分配环节中，既要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着重打造

好提高低收入者市场参与能力的内源机制，又要从市场环境和法律法规入手，建构起维护低收入者市场

权益的外源机制。在再分配环节中，要发挥再分配对收入的调节作用，财税政策应一方面直接用于减轻

低收入者负担，提供基础公共服务和社会兜底保障，另一方面为发展产业、吸引社会投资等创造激励条

件，打造共同富裕格局。在第三次分配当中，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设计好

相关政策措施以及如何借助互联网力量，让慈善捐赠多起来、让慈善捐赠真正用到“缩小收入差距，实现

共同富裕”相关领域中来，把慈善捐赠用好用活。第四次分配则着重解决的是基于社会力量长期助力低

收入群体持续增收的问题，在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又为提高他们持续增收意愿和持

续性参与动力提供保障。

如何围绕低收入者的收入来源及国民收入的各分配环节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我国在当

前乃至很长一个时期需重点关注的问题。我国政府在扶贫济困工作中一向发挥主导力量。在实现中国

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新的阶段，政府的力量也将始终存在。通过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实现中国式现

代化共同富裕，除了要一如既往地重视和持续发挥好政府的引领作用之外，还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

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主体间的关系，更加合理地运用市场机制、政府作用、道德力量，在不同的收入分

配环节应当各有侧重，以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夺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之战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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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verall Objective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Mechanism of the Four Distributions In

 The Vis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Lei Ming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roposes to give full play to charity in the third distribution to im‐

prove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income and wealth, which has aroused wide social attention.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third income distribution is a noval approach to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and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At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by fur‐

ther improv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It is urgent to construct an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primary distribution and supplemented by redistribution, by encour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and improving the fourth distribution. In the ini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quadripartite distribution 

system, priorities should be given not only to building the endogenous mechanism for improving low-income 

population's market participation ability on the basis of fully respecting the laws of the market, but also to 

constructing an external mechanism for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low-income market subjects 

in terms of market environment and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redistribution, on the one hand, income and 

wealth is to be adjusted with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ies working directly at reducing the burden of low-in‐

come earners, providing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improving social safety net, on the other hand, incentive 

conditions should be creat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attracting social investment, i. e. "narrow 

the income gap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third distribution, the key to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lies in the design of relevant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encourage charitable 

initiatives via internet, making effective and flexible use of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the relevant fields of "nar‐

rowing the income gap and realizing common wealth". The fourth distribution focuses on helping low-income 

people continue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 for a long time assisted by social forces. While providing basic liv‐

ing allowances for low-income people, it also improves their willingness to continuously increase their in‐

come and improve their lives, and maintains their enthusiasm, possibility of action, sense of participation and 

sense of fulfill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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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donati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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